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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股社会思潮推动我国体育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发生与发展，

以“研究者自我主体意识保留空间大小”划分出“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实验民族志”3 种

民族志表述类型，并辅以具体的体育人类学案例批判，说明研究者在不同阶段可能存有的身份困

境。研究认为在既往人类中心主义取向的民族志人文研究中，主体与客体始终需要相互对立的前

提。后现代体育民族志的反身性镜像思维无疑加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二元割裂，遂提出后人文

主义视域下的衍射分析与研究组合，或能以物质性力量与去人类中心主义思维，一定程度消解研

究者对于民族志过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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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social trends of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hav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sports anthropology in China, and that divides ethnography into three types such as 

scientific ethnography,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and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base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searcher allows space for self-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long with this distinction is illustrated with specific 

examples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identity dilemmas researchers may fac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work. It is argued that traditional anthropocentric ethnographic research relies on a mutually 

antagon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he reflexive and self-aware approach in postmodern sports 

ethnography intensifies this dichotomy. In contrast,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a post-humanism perspective of 

diffract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assemblage, which may be able to somewhat dissolve the researcher's influence on 

the ethnographic process with the power of materiality and anthropocentric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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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民族志将人类身体活动及其相关文化作为研

究对象或目标，旨在以研究者自身在相关区域体育生

活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真实准确反映现实世界。

但同时作为一种文本书写方式，体育民族志研究者的

社会背景、个人禀赋、学术偏好等也直接或间接影响

民族志作品的表述形式、叙事风格以及理论深度。所

以说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民族志取决于研究者本身的

角色定位[1]。 

我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在调查与写作范式的更迭中

有着对主客位问题的不同考量。研究者在多重话语交

叠的时代语境与文化迷雾中究竟处于体育民族志的何

种位置？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角色变化对其民族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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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若既有范式仍存有不逮之

处，未来体育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又能去往何方？ 

围绕这些问题，研究将以“研究者自我主体意识

的保留空间大小”[2]为线索，并参考人类学民族志的表

述范式，大致划分出体育人类学民族志表述范式的 3

种类型：科学民族志、解释人类学、实验民族志。同

时辅以体育人类学的具体案例批判说明研究者在不同

表述范式中的身份困境，并对体育民族志研究中主客

位关系的未来可能进行学理性阐释。需要说明的是，

递进式论述仅是出于方便阅读的需要，并不排斥范式

间在时空甚至观念上有重叠的可能。 

 

1  体育人类学研究者“自我他性”的逐步自觉 
1.1  科学民族志：体育科学假设验证的客观指向  

科学民族志强调研究对象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存在，研究者需要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

验室一样，准备好问题与理论去选择特定的社区进行

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并使用当地语言优先从本土观点

参与体验[3]，以便使得自身认识符合“异文化”的客观

情况与内在规律[4]。有鉴于体育运动的身体活动特点，

胡小明[5]提出体育人类学应该是联通体质人类学与文

化人类学的桥梁，需要关注体育运动因素对于人类体

质结构发生的影响。胡式范式的科学实证倾向主要体

现在经验与假设、材料与材料之间的相互验证关系之

上。例如，在纳西族的“东巴跳”对东巴文字的形成

关系研究中，研究者率先提出“身体运动对东巴文字

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显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6]这一假设，而后通过一系列的身体测

量、动作分析验证假设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最为理想的科学民族志需要一套类似于胡氏范式

的标准化实证程序，在其间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并尽

可能避免与被研究者产生情感上的交互或任何可能混

淆研究结果的联系。表现为只有通过实证的方法掌握

绝对知识生产权，研究者才不会被可能的价值判断所

左右。但从我国体育人类学实际的田野浸入程度看，

可能是由于后勤保障无法满足的原因，也或许是受专

题式田野调查的学术导向影响，大多数研究者短期、

多次、间断的田野调查无法满足材料间相互佐证的需

要，只能在科学民族志文化整体论与结构功能论的认

识论基础上“记录体育活动过程、收集一手材料以及

从功能主义角度进行解释”[7]。为体现客观、公正以及

全面的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本人”一般不被鼓励或

允许在该类民族志书写中出现，例如，万义等[8]的“湘

西德夯的田野调查报告”就着重以条框式表述极力规

避研究者个人风格对湘西苗族鼓舞整体图景的影响。

有时研究者还需要通过各种叙述技巧努力制造出“离

场”效果。反观周传志[9]在台湾省所做的“宋江阵”社

会人类学研究虽以夹注的形式透露田野现场，但也仅

是为了让读者体会到研究者“到这里”的现场感，某

种程度上亦是提升民族志真实性与权威性的一种潜在

手段。 

分析我国体育人类学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会发

现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马氏功能主义学派所追求的

“客观科学”导向，也受到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

与“科学主义”的影响。科学民族志始终存有研究者

对他者文化素材的“筛选”与“加工”[10]。 

1.2  解释人类学：体育文化事实阐释的反思倾向  

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在承续科学民族志有关“客观

性”追求的同时又希望摆脱“科学性”的束缚，转而

开始注重对文化事实意义的探求。格尔茨[11]的《深层

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一般被学界认为是体

育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其不仅限于观察当地人对斗鸡

的精心饲养与训练，也不局限在描写斗鸡比赛的过程

与规则，而是致力于通过“文化深描”的方式以“局

内人眼光”阐释隐匿于斗鸡游戏中的社会秩序。为实

现阐释文化事实意义的目的，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

的认知模式进行审察，争取以文化主体而不是研究者

本人的概念与语言来描述文化，同时强调研究者与研

究对象的双主体性位置。这种对文化主体的关照一定

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主位与客位之争，认为将文化主

体的近经验与研究者以及读者所共享的、更易理解的

远经验进行“视域融合”能以全新的视角观察与阐释

文化[12]。 

受解释人类学的影响，部分中国体育人类学者采

用解释范式将文化视作意义系统进行研究，强调民族

志写作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与结果。如钟喜婷[13]在

《道德重构：民间体育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动员的地方

实践》一书的“方法交代”部分对科学民族志的客观

性问题加以反思后认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

动程度也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样一种相互关

系之中，研究者在阅读文化活动与象征符号的同时也

在被所谓的“被研究者”阅读着。钟喜婷在初涉田野

之时林村村民并不知晓她来村目的，“他者眼中的她

者”常被误以为是出门闲逛的家庭妇女或是男性研究

者的助手，在调查屡次陷入僵局后通过积极调换研究

策略反而最终以田野中的女性访谈优势收集到更为翔

实的田野材料。通过采取辩证式的策略在民族志作者

与文化主体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践

行中国情境下“我他互称、我他转化、联他为我”[14]

的关系认知与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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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表征的语言一旦在民族志研究中被加以

重视，一旦与特定的研究目的、社会情势以及各种处

于固有脉络中的社会活动相结合，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之间的实际对话也即成为不同语词使用者及其整个社

会势力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与权力角逐过程[15]。于

是在解释人类学所倡导的“主体性”世界里，笔者也

不禁疑惑：研究者何时是文化持有者？何时又摇身一

变成为调查者？如何能够在“角色的我”与“真实的

我”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1.3  实验民族志：体育身体主观能动的反身取向 

格尔茨的弟子克利福特[16]认为，解释人类学倡导

的民族志模式与其批判对象一样无法摆脱研究者的个

人主观性且始终面对着客观性的虚假问题。于是主张

倡导一种更为多声与众声喧哗型的新民族志，由此学

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出新实验的潮流。尽管在实验

民族志中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依旧存在，但多重主体

叙事的功能发挥也即意味着研究者已经由“实在主体”

转向“关系主体”[17]。在拥有类似的自觉意识之后，

越来越多的体育学者开始以“反身性”思维探索民族

志研究，大胆将自身与被研究者“并置”或是以“自

我”作为实验民族志的关注焦点与阐释中心，以便深

入了解如何阅读、理解甚至参与“运动的身体”[18-20]。 

同时为避免可能的预设，研究者允许民族志自我

通过表演与具身的力量产生新的权力联结形式，这意

味着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为了(他)开始提出问题的规

范”[21]。在后现代体育人类学民族志中，调查的关键

且必要手段即是与报道人共同参与体育活动，相较于

解释人类学以话语为指导的“移情”策略，研究者与

报道人借由身体运动所产生具身“共情”能够有效突

破报道人“无可表述或是无法表述”困局，进而更大

程度接近“主体呈现的真实”。明确承认研究者的主观

性是实验民族志方法反身性的基础，这也就迫使研究

者在田野工作展开之前就质疑与审视自身存在对研究

过程与结果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22]，而不是在民族志

写作即将完成之际用自白式的“忏悔”一笔带过研究

者已经造成的影响。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共同创造的

物理文化背景中所发挥的隐含作用[23]，一定程度上直面

“摇摆人”身份的模糊性与折衷感，也为体育民族志在

协商研究立场时创造出多重表现“自我”的可能性。 

相应的“他性”基于自我的特殊反身性理解也能

生成合法性意涵，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即为搭建自

我田野观测场域提供可能，但研究者也需要借助他者

化过程才能实现自我研究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可供性[24]。

“一个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群体的自我民族志”[25]将有

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后现代民族志的反身性意涵以及

自我民族志的“脆弱、危险与叛逆”[26]。杨磊等[25]以

“我及我们”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经历为主线，辅以中

国社会变迁以及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进程，通过若干个

还算细致且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事件”片段铺

陈，呈现出专业运动员带有独特时代烙印与社会文化

属性的自我身体图景。无论该文的第一作者在民族志

书写中处于对象化的哪一端，“回到实事本身”的现象

学逻辑还原线路最终都指向重塑主体之我的能动意

义。其民族志的广角镜头[27]向外是整个中国的社会结

构与文化底蕴，向内却暴露出一个脆弱的自我，遂即

通过自我镜像结构反射出国家符号话语背后的象征资

本以及个人对于该种话语的反向征用。 

似乎我国体育人类学界争论的民族志主客位问题

在主体间性的反身性思考中应当已经有了一个妥善的

解决。反身性思维于民族志研究中的运用本是为解决

科学民族志中“自我不可见”的指责而在后现代转向

中做出使“自我可见”的种种努力[28]，但不论是可见

与否或是可见后的互为主体，民族志研究中的主体与

客体始终需要一个相互对立的前提。那么，在这一前

提下主体也必须采用“语言游戏”修辞形式，对表征

“屈服”才有可能诉诸于文化。 

 

2  后人文主义重新制定体育民族志的主客

位关系 
2.1  从“反射”到“衍射”：物质材料干扰研究者连

续性思维  

巴西人类学家卡斯特罗于 2003 年在曼彻斯特大

学召开的人类学和科学会议中首次提出人类学的“本

体论转向”，学界由此开始将论述重点从对认识论的控

诉转移至本体论的进路讨论中，从而尝试为人类学家

们反复从镜中端详自己的自恋行为画上句号。认为既

往人类学的认识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如何“表述”

唯一现实世界，而本体论进路重视的则是诸世界的存

在[29]。主体性被重新定义为扩展的自我，其关系能力

不再局限于人类物种(人-人主体间性)，而是包括各种

非拟人化的元素(人-物主体间性)。我们对于世界的感

知、我们的意图或是行为也都不再被理解为源于个体

间的内心世界感受，而是“我们的每一个陈述都是机

械组合的产物，人类表达仅是多样性的集体代理人”[30]。 

以此回顾后现代体育民族志所推崇的反身性策

略，发现其恰恰在于用研究者的语言结构塑造并决定

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一开始就假定研究者与被研

究者之间存在分离。尽管在体育学的身体转向[31]背景

下，既往研究充分考虑到了研究者的亲身体验，也以

此解释了体育调查环境中权力生成与运作[21]，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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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注意到实验民族志中的运动身体如何将社会建构

的逻辑彻底践行，仅仅使身体成为话语活动的一环。

哈拉唯[32]认为过分强调符号必然造成对物质世界的忽

视，实际上犯了抽象理论高于实际生活的错误。因此

她同样以光学现象作为隐喻，提出用“衍射”取代反

身性研究[33]，试图摆脱社会科学研究被束缚已久的表

征模式。作为光学现象的衍射与反射的实际表现将有

助于我们理解二者在方法论层面所存有的差异。作为

一种意义制造的叙事或是政治技术，衍射能够将我们

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图像由对立转换为差异，并在此过

程中将研究者的知识生产观念从反映或者镜像现实转

变为对现实的嵌入、定位以及关系描述。受玻尔量子

力学理论启发，巴拉德以其“能动论”进一步丰富了

“衍射”的基础概念，认为制造差异的障碍物或观测

装置时刻参与并影响着文化的建构，而语言和意义的

构成性作用也需要在物质世界中找寻到某种立足点或

与物质世界进行某种互动[34]，这样形成的物质-话语实

践才可能打破主客位的对立结构与传统线性因果，进而

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动态、开放的生成过程。 

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敏感性，衍射有能力挑战长

久以来研究者先于田野调查而存在的观点，并重塑体

育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被研究者以及文本表述的三

位一体关系。这因为，“人类”的边界与构成总是在不

断进行配置，当人与非人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民族志

文本书写也就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遇”[35]的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问题，而是从关系性、情境感以及

具体化的内部行动出发，发展出一种“作为与他者组

成的回应”的物质实践[36]。Brice 等[37]运用巴拉德的能

动实在论探索运动内衣(lululemon)如何总是与其他物

质、社会以及非人类实体纠缠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但

研究的起点并不是立足于既往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设计

或是技术驱动，而是试图建立起理论或方法的可能空

间。研究者在其间以充分的注意力引导一系列理论方

法的协同实验，旨在使身体、物体以及物质-话语之

间的纠缠关系变得容易理解，以颠覆我们熟悉的反身

性方法论及其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研究者们

首先相约一起去参观 lululemon 实体店，以自身在商店

中穿戴 Enlite 的不适与紧张思考物质与话语可能的力

量纠缠，而不是将其简单理解为话语解释系统的产物。

而后通过 facebook 分享自身与 Enlite 的生活经验，在

大约 7 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不间断对话收集到 100 多条

有价值的文本消息以及 58 幅图像(其中有的是长篇的、

高度个人化的反思，有的是对他人对话的回应，还有

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评论)。在衍射分析的具体操作上，

作者沿用巴拉德为跨越“时刻-地点-事件”束缚对各

种女性主义著作进行切割与拼凑的办法，以颇具物理

性质的“切割实验”将收集来的图片与文本内容进行

多种方式的打碎重组。图片与文本在重组过程中发挥

出不同的意向性作用，有效干扰了研究者的固有连贯

思维，进而使作为观测装置的研究者关注到 Enlite 如

何以某种方式限制运动身体并实现特定的女性运动，

以及如何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精英特权、可持续性、

环境退化与气候变化在时空上发生纠缠的可能。  

2.2  “力”的作用效果：材料组合消解研究者中心性地位  

较之反身性研究强调质疑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情

感以及价值观念如何影响与他者的相遇，衍射方法通

过描述物质-话语的纠缠不再认为研究者是一个发号

施令的自主主体，而是成为在民族志研究内部行动中

摇摆不定的现象装置。但是孤立使用衍射方法的分析

切割仍然难以避免研究者分析决策时可能会携有的强

烈驱动[38]，霍桑效应已经在各种不同的研究情境中被

证实。即便上文中 Julie Brice 等尝试通过切割重组处

理在数字平台上与被研究者的对话，但研究结论总是

依赖于研究者对于代理切割的选择，“白人、中产阶级、

女性学者”这些标签可能在不经意间推动研究者利用

自身的相关经验与视角来“衍射”数据。巴拉德的衍

射分析虽然承认研究的情境性，也鼓励研究者通过数

据探索揭示意想不到的丰富结论与深刻见解，但这种

承认本身并没有为“研究者如何影响事件？研究者的

调查过程对结论表述的影响程度如何？”提供明确的

答案[39]。  

针对上述情况，Taguchi[40]将德勒兹基于斯宾诺莎

一元论哲学提出生机论观点作为对巴拉德衍射方法的

有力补充，认为虽然德勒兹与巴拉德继承的是完全不

相关的学术遗产，但二者本体论上同为一元论且都拒

绝任何结构或系统的概念。在与瓜塔利合著的系列哲

学作品中，德勒兹宣称他们的任务在于制造概念[41]，其

一定程度延续着尼采权力批判与解放的要旨前行[42]，创

造出诸如“生成”“块茎”“游牧”“去疆域”“欲望机器”

等诸多概念。目的在于将世事视为去中心化的、流变

不居的，以此形塑一种思维与观察模式来抵抗各种权

力关系的支配。在这里，身体、物体、思想、社会形

态以及其他物质性不是由主观性、形式或实体等固有方

式定义，而是一种力的关系之涌现。实际上巴拉德也持

类似观点，认为世界和历史是由一系列物质力量产生，

这些力量从物理、生物延伸到心理、社会以及文化[43]。 

在该种新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应用上，有学者秉

持德勒兹“研究组合”的微观政治分析，认为社会人

类学研究也应当被视作一个集合，每个具体的研究行

为都是由特定的研究工具、记录分析技术、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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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假设、物理空间与研究场域、期刊、编辑以及最终

读者共同组合形成[44]。知识生产的结果是组合中人类

与非人材料之间的多重影响，而不是研究者自身有意

或无意的代理行为。通过德勒兹的生机本体论来构造

研究组合或装置，能为巴拉德“研究者作为摇摆不定

的现象装置”提供新见解。无独有偶的是，朱炳祥[45]

基于主体间性关系中的客观性测量提出相类似的民族

志“三重主体叙事”，要义也在于“民族志文本并非由

民族志研究者一人创造，而是由当地人、民族志研究

者以及读者(批评家)共同创造”[46]的组合性思维。尽管

其亦有能力打破既往民族志研究中以研究者为主体的

单一镜像，但现实世界中的物质性力量还未被充分考

虑进其“主体民族志”的书写当中。 

仍然是一个对图文进行切割重组的例子。Safron[47]

以德勒兹生机哲学“力”的分析视角重新审视为期 18

个月的视觉民族志项目数据，通过设计“杂志剪贴”

的组合方法，围绕“利用杂志和其他材料讲述任何你

想讲的关于健身和健康的故事”的焦点讨论展开广泛

生活对话。研究者(白人)和年轻人(黑人与拉丁裔)一起

探索健身与健康的相关杂志，试图通过调查过程中的

非线性时刻解释研究对象与材料的物质-话语关系。

重要的是研究者充分展示自身在“数据、理论、文字、

图像以及生活经验”[48]的组合关系里如何受到人类(青

年人与成年人)与非人类(剪贴簿、图像、文本)身体共

同构成的纠缠影响。相较于上文围绕互联网数字对话

进行的 lululemon 物质性探索，“杂志剪贴”的组合设

计通过替代由研究者主导的数据收集方法，能进一步

凸显出人类与非人类材料在杂志剪贴簿中纠缠着的身

体以及对广泛的体育文化产生可能的影响。更为重要

的是，组合的方法能够通过各种力量的相互联系产生

意想不到的结果，将研究视为组合也即意味着数据是

“成为而不是存在”[49]。在这种情况下，数据的制造

不再由某个单一实体定义，其关键在于组合的创造性

与复杂性所带来令人不安的时刻。 

 

3  余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新唯物主义已经成为一

个集体术语，用来表示一系列共同“转向物质”的观

点。其出现的时间节点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理论“后现

代主义”转向之后的“再现危机”大致吻合。因此，我

们在以“主客位关系”为线索梳理至体育民族志研究主

体间性的反身性思考后，就自然将目光看向这一极具影

响力的新兴范式。哈拉唯与巴拉德的衍射分析以及德

勒兹的研究组合在体育民族志中区别于既往研究主客

体分离的观点，而是以一种关系性视角探索物质是如

何通过人类与非人类身体纠缠构成的。当然新唯物主

义并不局限于上述几位思想家的卓越贡献，相应地在

经验研究领域也发展出以 Pierre[50]为代表的后质性探

询的本体论讨论以及一系列可能的操作办法(例如故

事补全[51]、协作表演[52]等)。这些发展将体育人类学的

关注焦点从认识论转移至本体论，对支持观察与访谈

等研究方法的传统人文主义发起根本性挑战。这一挑

战能够破坏长期以来体育民族志研究的“自恋”问题，

即研究者可以充分代表研究对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肯定的、实验性的成为本体论”[53]。但后质性探询

并没有一套既定的方法准则，它致力于打破理论与方

法之间的鸿沟，用体育民族志故事来联结哲学思考、

社会理论以及经验生活之间的动态关系。在物质性思

维的指导下，未来如何基于中国体育人类学的本土研

究情境发展出田野调查的创新性办法仍需学界共同的

探索，而颇具实验意味的调查对一些惯来推崇“方法

主义”的学者来说可能会是前进路上的困难，因此我

们倡导国内体育哲学界与体育人类学界的携手共进，

以继续探索我们对于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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